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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新石器社会走了多远

———论中国史前复杂社会的三次区域性兴衰

（张 弛 教 授）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

* 本文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长江流域文明进程研究”（项目批准号：2020YFC1521603）课题阶段性成果。

只要给历史以足够长的时间，便可见证任

何区域中的任何人类社会都有兴衰。 仅以中国

新石器时代长达 6000 年的历史而言，期间起伏

不定、兴衰变迁的社会群体就多如牛毛、难以

计数。 目前尚无法找到这个阶段全部社会群体

变迁的考古资料，更不用说予以研究了。 但根

据现有资料，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表一）之

后的三次大规模区域性的复杂社会兴衰已经

清晰

[1]

。 这三次兴衰发生的区域不同，时间不

同，社会群体的规模不同，衰落后的命运也不

尽相同，但都同样是在中国原生农业体系下出

现的复杂社会的兴起和衰落，都极大地影响了

中国史前历史的进程。 本文认为这三次兴衰是

在中国原生农业区域、环境、社会、经济和文化

交织的层面上发生的。 由于不同区域在三次衰

落之后的转机不同，对此后历史进程的影响也

大不相同。 再度复兴的各个区域都已经不完全

是中国原生的农业文化体系，因此还可以借此

判断，此前新石器时代不同区域的社会曾经达

到过怎样的程度。

一 三次复杂社会区域性兴衰分别发生于

三大原生农业文化区

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三次大规模区

域性复杂社会的兴衰， 是指北方地区辽西、内

蒙古东南部红山文化晚期和关中东部、 晋南、

豫西所处的陕晋豫邻境地区仰韶文化中期的

兴起和随后的衰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良渚

文化和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北部、洞庭湖平原西

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兴起和随后的衰落，

华北平原海岱地区龙山文化早中期和中原地

区龙山文化晚期的兴起和随后的衰落

[2]

。 本文

分别称之为第一、第二和第三次（波）兴衰。 这

三次复杂社会的区域性兴衰发生的时间和区

域各不相同，但均与各自所处的自然地理区之

下的原生农业经济文化区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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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兴衰发生的区域

分别在北方地区、 长江中

下游地区和华北平原，正

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农业文

化发生和早期发展的核心

区域。 在农业地理上，这三

个区域分别是半农半牧

区、 稻作农业区和旱作农

业区， 但这是在新石器时

代末期也就是 “龙山—二

里头时期” 才开始出现并

在历史时期逐渐形成的

[3]

。

此前在北方地区还没有蓄

养牛羊等食草家畜的畜牧

业， 华北地区也还有相当

比重的稻作农业。 也就是

说， 龙山时期之前的中国

原生农业区并不是这样的

情况，当时北方地区、华北

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分别是

旱作农业区、 稻旱混作农

业区和稻作农业区。 同时，

在这三个原生农业区中，

还形成了新石器时代原生

区域文化， 出现了具有区

域特征的生活器用、聚落房屋、生业经济、精神

信仰等文化体系。 承载这些区域文化的社会群

体都分别经历了由简单平等社会向复杂社会

的转变。 这三大经济文化区是纬向性的，与自

然地理分区几乎完全重合，每个区域依据地理

和文化等因素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东、西两个

亚区，北方地区有黄土高原区和燕辽区，华北

地区有中原区和海岱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有长

江中游区和长江下游区。 在新石器时代原生农

业阶段，文化发展和社会兴盛是在这六个区域

分别出现的，但衰落却是纬向性的。 这就说明，

纬向性的三大区域划分更为重要。

北方地区东部的燕辽区应当是中国原生

旱作农业的发生地，这里的新石器时代农业发

生很早，可以追溯到距今约

1 万年的北京东胡

林遗址浮选出来的黍和粟

[4]

。 近年发现的距今

8500 年间的坝上地区裕民文化也出黍和粟

[5]

。

随后的兴隆洼文化开始形成以黍为主、兼有粟

作的旱地农业。 燕辽地区是单纯的旱作农业

区，只是到红山文化时期也还有较大比例采集

狩猎。 北方地区西部的黄土高原区不是中国最

早的原生农业起源地，距今 7500 年出现在这里

的老官台文化应当是东部地区文化沿黄河及

其支流向西扩散的结果，随后还有来自华北北

部的后岗一期文化传入， 进而演变为仰韶文

化。 仰韶文化早期之前以黍为主，中期转变为

以粟为主的旱地农业，但在东部也有少量水稻

发现

[6]

，并向西直达关中地区

[7]

。 仰韶早期之前

肉食来源以鹿为主， 中期转变为以猪为主，西

坡遗址家猪可鉴定标本数达到 84%

[8]

。 可见，仰

书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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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中期应该已有成熟的农业经济。 北方地区不

同时期不同地区无论曾经划分出多少考古学

文化，都具备这样的共性：在仰韶文化中期之

前始终以平底罐类为炊器；进入仰韶时期以后

都有比较发达的彩陶； 居住方式高度一致，不

论是燕辽区还是黄土高原， 始终都以半地穴

式房屋为主要居住用房， 以环壕围住房屋构

成聚落。

正是在农业成熟的仰韶中期，“一东一西”

的燕辽区和黄土高原区同时出现了高度集中

的、 密集的大型聚落及其承载的复杂社会，前

者集中在辽西和内蒙古赤峰地区，后者集中在

关中东部、晋南和豫西。 在辽西和内蒙古东南

部，红山文化聚落数量 10 倍于前，并出现数十

万乃至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 陕晋豫邻境地

区聚落的数量增加约 3 倍，遗址面积则较前 10

倍以上，出现数十万乃至二百万平方米的大型

聚落。 两个区域又同时在仰韶晚期发生衰落。

之后，辽西、内蒙古东南部小河沿文化退变到

与兴隆洼文化时期差不多的水平。 陕晋豫地区

衰落不致如此严重， 但大型聚落纷纷消失，重

新回到小规模的社会群体。 此前敞亮的半地穴

式和地面式木骨泥墙房屋被逐渐弃用，关中地

区最先开始居住于小型窑洞，并渐次扩展到整

个黄土高原，彩陶也率先在陕晋豫邻境地区消

失，反映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全面衰落。 这是

第一波复杂社会兴衰的大致情形。

长江中下游地区早在约 1 万年以前的上

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定居村落和稻属植物

的利用。 随后，长江下游的小黄山、跨湖桥文

化，长江中游的彭头山、皂市下层—城背溪文

化都发现有稻作农业遗存。 有线索表明，下游

地区马家浜文化晚期大约已经完成水稻的驯

化，同时期中游澧县城头山遗址发现有大片的

水稻田

[9]

。 至崧泽文化时期和良渚文化时期，在

余姚施岙遗址和临平茅山遗址都发现大面积

连片的水稻田。 施岙水田面积有近百公顷，应

当已经是高水平的精耕农业。 同时崧泽、良渚

时期的肉食资源也以家猪为主。 环太湖地区良

渚文化还具有整个新石器时代最为复杂的专

业化石器。 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先以釜，后

以鼎为炊器。 早期的居住房屋应该都是地面式

木骨泥墙，到屈家岭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普遍

流行土坯建筑

[10]

。早期多见环壕聚落，中游地区

至迟到油子岭文化时期出现城址。 也是在稻作

农业的成熟时期，崧泽—凌家滩文化出现了像

含山凌家滩和张家港东山村那样的复杂社会。

随后，环太湖地区在良渚文化时期，两湖地区

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同时达到了新石

器时代社会发展的顶点。 在环太湖的东、北、南

三面出现了密集的遗址群，最大的良渚遗址群

占地 42 平方千米，有遗址点 135 处

[11]

。 两湖地

区在大洪山南麓和洞庭湖西部出现密集的城

址， 最大的石家河遗址占地 8 平方千米。 至良

渚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晚期，这两个区域同

时衰落，到钱山漾—广富林文化和后石家河文

化时期， 遗址数量已经很少且不见大型聚落，

取食经济水平发生倒退，整个长江北岸成为华

北平原同时期文化的拓展地区。 这是第二波复

杂社会的兴衰。

华北平原海岱地区距今 9000 年的张马屯

遗址发现了粟和黍，其他晚些的后李文化遗址

还多发现水稻，此后直到龙山文化时期这个区

域也一直是旱、稻混作农业

[12]

。中原地区在距今

约 8500 年的贾湖一期时，淮河—汉水流域完全

是稻作农业，不见粟、黍的迹象。 此后的裴李岗

文化时期应当出现了旱、稻混作农业，但随后

旱作的比例逐渐增高，到龙山文化时期以粟类

旱作农业为主

[13]

。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华北地区

农业类型不太稳定， 变化的细节虽不够清晰，

但大体是偏西、偏北旱作比例高，偏东偏南稻

作比例高，可以一并称之为混作农业区。 华北

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时，西部中原地区用

罐、东部海岱地区用釜为炊器。 在裴李岗文化

之后，两个区域都一变而以鼎为炊器。 大致在

北辛、后岗一期文化之前，华北地区普遍的居

住用房为半地穴式房屋，但样式不如北方地区

同时期半地穴式房屋规整，至仰韶文化中期—

大汶口文化早期变为木骨泥墙排房或院落，龙

山文化时期则以土坯房为主。 居住房屋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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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索既不同于北方地区， 也不同于长江中下

游， 但显然是受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长期

影响。聚落在早期多围以环壕，从龙山时期开

始也多见夯土城址。

华北平原中原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曾

经一度是当时社会文化最为发达的区域，后

李—顺山集文化发现了很多 10 万平方米以上

的大型聚落，裴李岗文化新郑唐户遗址面积甚

至达到 30 万平方米

[14]

，是迄今所知同时期规模

最大的，但群体尚未达到不平等的程度，并且

很快就衰落了。 之后，中原地区郑洛一带在大

河村文化时期出现了汪沟、青台和双槐树等多

处数十万到一百多万平方米的大型环壕聚落

[15]

，

这批复杂社会群体在中原龙山文化早期（大汶

口文化晚期）也衰落了。 到中原地区龙山文化

晚期和海岱地区龙山文化早中期，华北地区达

到了本地整个新石器时代社会文化发展的顶

峰。 中原地区发现了大量城址，其中比较大的

有五六十万平方米，禹州瓦店遗址可达上百万

平方米。 最大的聚落发现在海岱地区，如临淄

桐林和日照尧王城遗址都有二三百万平方米。

华北地区衰落于海岱龙山文化晚期

[16]

，特别是

东南部衰落尤甚，鲁东南龙山晚期遗址数量只

剩此前的百分之一。 这是第三波复杂社会的兴

衰。 就华北整个区域来看，这一波衰落还一直

持续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只有最西端的洛阳盆

地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有所复兴。

二 三个区域的复杂社会曾达到过

怎样的规模

复杂社会是指在新石器时代之后出现的

不平等乃至分层的、大型的社会群体，迄今为

止的研究表明，复杂社会很少是孤立的，一般

都成群出现，是竞争型社会，如红山文化晚期、

仰韶文化中期、良渚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

化、 海岱龙山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等都是如

此。 前述三个区域的整体兴衰都发生在复杂社

会群体出现之后， 只是衰落的时期各不相同，

衰落前达到的社会规模也不尽相同。

从世界范围来看， 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

氏族—部落社会应已出现，如土耳其哥贝克力

遗址所展现的情况，只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

尚无资料可供观察。 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

氏族部落社会比较明确，其中尤以燕辽区兴隆

洼文化和黄土高原仰韶文化早期的资料最为

丰富。 这两个文化时期完整发掘出多个环壕聚

落，环壕内房屋以居中一座大房屋为中心对称

布局，最小的聚落占地 1 万平方米，容纳居住房

屋约 25 座，是人口约百人的氏族公社

[17]

。 氏族

公社是当时社会中最小和最基本的社会单元，

但氏族社会并不单独存在，要通过婚姻与其他

氏族公社结成部落，乃至部落联盟。 兴隆洼文

化、后李文化都发现过不少面积达十几万平方

米的聚落，裴李岗文化唐户遗址面积甚至达到

30 万平方米，据此可以估计，大型的氏族—部

落社会，人口可以多达千人以上。 以兴隆洼文

化所见，这种氏族—部落社会信仰的核心是祖

先崇拜，且各个氏族和部落都有自己尊奉的祖

先。 在聚落和墓葬中，均未发现过基于个人或

群体的不平等现象，从社会权力的角度来说是

平等社会。

北方地区在红山文化晚期和仰韶文化中

期同时达到最为兴盛的时期。 辽西—内蒙古东

南部、陕晋豫邻境地区在这个时期发现了密集

的遗址。灵宝盆地发现 103 处该时期聚落，每隔

3~5 千米就有一处如西坡遗址那样的中等大小

聚落，每隔 10~20 千米就有一处 50~70 万平方

米的大型聚落

[18]

。 面积最大的晋南绛县周家庄

遗址可达 200 万平方米。 红山晚期虽达不到如

此程度，但据称也有百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

[19]

。

红山文化边缘地区通辽哈民遗址有 10 万平方

米，环壕内是密集的半地穴式房屋。 超过百万

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人口数或许接近 1 万，只是

这样的遗址没有发掘， 无法得知其社会情况。

高陵杨官寨环壕内面积 25 万平方米，壕外有 9

万平方米墓地，估计葬入墓葬 2000 座，目前已

经清理 300 余座，其中大多仅可容身，没有随葬

品

[20]

。 面积为 40 万平方米的西坡遗址，在其环

壕外清理出一片墓地，有 30 余座墓葬，大多是

有椁室、随葬成套器物的大型墓葬

[21]

，可见即便

■ 原生新石器社会走了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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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类中等规模的聚落也已经出现了社会分

化。 红山文化晚期以牛河梁为代表的大型积石

冢与普通聚落的墓地差别就更大了。 不过，就

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以及墓祭的内容来看，这

个时期的社会信仰仍然延续着此前的祖先崇

拜，只是墓冢越建越高大，祖先神甚至有三倍

于真人的塑像

[22]

，充分显示出当时社会群体之

间竞争日益激烈。 这种竞争型的不平等分层社

会可以暂且称之为“酋邦”。

与仰韶中期、红山晚期同时，长江中下游

地区也出现了面积达数十万乃至百万平方米

的大型环壕聚落，其中含山凌家滩

[23]

和张家港

东山村

[24]

的大型墓葬表现出较仰韶中期和红山

晚期更为明显的社会分化，应当也是大致一样

的酋邦社会。 随后，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

良渚文化发现了多处由多个聚落组成的遗址

群，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位于太湖南部的余杭

良渚遗址群。 这个遗址群位于杭州以北一处面

积 800 多平方千米、 向东开放的 C 形盆地北

部。 遗址群占地面积 40 多平方千米。 盆地北边

山体的缺口上新近发现高低两重 11 处水坝，水

坝构成的水利系统覆盖了遗址群所在的 100 平

方千米土地。 遗址群的中部修建有面积达 300

万平方米的城址， 城内中部建有面积 30 万平

方米、高约 10 米的高台———莫角山，上面发现

有成组的大型建筑基址。 莫角山西北角的反山

墓地，有 9 座良渚文化早中期大型墓葬，其中规

模最大的墓葬随葬有 600 余件玉器和嵌玉漆

器。 这座城址的外围分布有上百处小型聚落，

包括汇观山和瑶山等规模稍小但接近于反山

的高等级墓地。 良渚遗址群也对周边社会有着

巨大的影响，这里出产的玉器广泛发现于环太

湖地区。 类似的遗址群应当还有桐乡—海宁、

临平、德清、海盐—平湖、吴县—昆山、青浦和

常州寺墩遗址群等

[25]

，其中临平遗址群距离良

渚遗址群只有 20 千米。 良渚聚落规模宏大，占

地面积堪比殷墟，水坝、城圈和莫角山这种大

型土石工程显示了良渚社会具有高度的组织

能力。 在良渚古城的布局中，社会权力的中心

莫角山被放在了居中的位置，具有了后来“皇

城”的景观特征。 莫角山西北角反山大墓中钺

和琮上出现的“神徽”，已经是具有神性的社会

权力符号。整个遗址群的人口可达数万

[26]

。可以

说，将良渚聚落视为早期国家是有理据的

[27]

。只

是这样的早期国家，与周边聚落是怎样的关系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与良渚文化同时，长江中游地区在江汉平

原北部和洞庭湖西部也集中发现了大大小小

的聚落群。 澧阳平原沿大小河流发现石家河文

化时期遗址 192 处，不到 5 千米就有一处

[28]

，这

些聚落中仅城址就发现近 20 处， 间距 10~20

千米，城址的直接领地大都有几十乃至上百平

方千米。 其中，规模最大的湖北天门石家河遗

址群占地面积达 8 平方千米，遗址群中部修建

的石家河城址面积 120 万平方米， 城墙底宽近

百米，城壕宽 60~80 米，至今仍见于地表。 城内

中部发现有大型建筑基址。 城外分布有大小 30

余处小型聚落点，曾发现过院落遗迹，院落旁

边有同时期的墓地

[29]

。 石家河城的规模虽不及

良渚，但也是目前所知这个时期长江中游地区

最大的。

华北平原地区在大汶口文化早期（仰韶文

化中期）阶段的社会达到何种程度目前还没有

材料可供观察。 至大河村文化晚期（仰韶文化

晚期），郑州地区发现了双槐树、大河村、汪沟

等多个 70~120 万平方米的大型环壕聚落，山

东和苏北也有如花厅、 大汶口等大型遗址，应

当达到或接近此前仰韶文化中期陕晋豫邻境

地区和崧泽—凌家滩文化时期的水平。 郑州地

区这批大型聚落衰落在中原龙山文化早期，也

就是大汶口文化晚期。 接下来的中原龙山文化

晚期，中原地区发现了大量城址，但面积最大

者不过五六十万平方米，一般约为一二十万平

方米， 更小的城址如郾城郝家台和淮阳平粮

台，城内都是中间道路、两边土坯排房的布局，

只是比较大型的村寨。 最大的聚落发现于山东

海岱龙山文化早中期，如日照两城镇、尧王城

和临淄桐林，这几处遗址上的城址或加上城周

边聚落，面积都在百万平方米以上，尧王城甚

至达到 400 万平方米。 不过这些城址多为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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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起来的三重城圈。 有研究者认为，两城镇

城址面积 74 万平方米，尧王城虽有 400 万平方

米，但内部有大片的空地，两者人口规模应当

差不多，都是城邦一类的社会

[30]

。只是这样的城

邦是怎样的社会组织形态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同时期黄土高原上的神木石峁城址也是三重

城的形式，只是三重城一度同时，中间的皇城

台显然是“城中城”

[31]

，与良渚古城中间的莫角

山是一样的社会景观。 海岱龙山诸城址还没有

类似的发现。 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遗址

虽只有 300 万平方米，但中心部位发现了 10 万

平方米的“宫城”

[32]

，这个“宫城”如果可以成立，

也许才达到如石峁这样的早期国家的水平，但

仍然不能同良渚古城的社会规模相比。

三 复杂社会的区域性衰落及衰落之后

如果说这些复杂社会的兴起是农业社会

发展的必然， 那么衰落则难以找到单一的原

因。 就世界范围来看，无论在哪个原生农业区，

早期复杂社会的衰落都是经常性发生的，但对

复杂社会为什么会衰落的问题迄今并无令人

满意的答案

[33]

。 况且什么是衰落？ 衰落的是社

会、经济还是文化？ 衰落的原因是出自环境还

是社会，一时也难以有准确的评估

[34]

。上述三波

复杂社会的兴衰，发生的时间不同，所处原生

农业区不同， 发生时各自社会的复杂程度不

同，衰落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但也有一些共同

点。 燕辽区的红山文化晚期、陕晋豫邻境地区

的仰韶中期，长江中下游的屈家岭—石家河与

良渚文化， 华北平原东部的龙山文化的衰落，

分别发生在北方旱作农业区、长江中下游稻作

农业区和华北混作农业区，都是在社会复杂化

之后发生的，而且都是纬向性的。 各个区域的

复杂社会都集群出现，每个区域显然都有各自

特定的取食经济模式或路径依赖，并与其他经

济、文化环节互相补充，达到效益的最大化。 区

域内部诸多复杂社会群体在资源、经济和文化

模式上高度同构， 彼此之间必然存在资源、社

会、经济和文化的激烈竞争，一旦某一环节出

现问题， 就比较容易引发整个系统的崩溃，而

简单的社会则不必崩溃。

对比来看，北方地区在三大区域中环境是

最为脆弱的，此前也有相关研究认为燕辽地区

环境干旱化引起了红山文化的衰落。 不过，燕

辽地区红山晚期和陕晋豫邻境地区仰韶中期

的复杂社会，一东一西距离遥远，环境变化是

否同时影响如此大的区域还缺乏足够证据。 这

两个区域都是单一的旱作农业体系，先以黍为

主，后以粟为主，肉食来源中家畜只有猪这种

与人争食的杂食动物， 采集狩猎的比例比较

高。 不论仰韶还是红山文化，居住房屋都是半

地穴式的，需要大量的木材，特别是在仰韶中

期，房屋越建越大，木材需求量自然随之增加

[35]

。

复杂社会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就是社群间的

社会和自然资源竞争加剧。 就红山文化来看，

社会资源竞争是十分明显的，各个社群都将自

己的祖先神像和祭祀建筑（墓地）越造越大，以

加强本社群的凝聚力，这样的竞争带来了额外

的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形成恶性循环。 仰韶

中期，各个聚落中都可以看见大型的半地穴式

建筑， 西坡局部发掘就发现多座 200 平方米以

上的建筑， 最大的占地面积可达 500 平方米以

上，这也是社会竞争的结果。 仰韶中期社会达

到最兴盛的阶段后，黄土高原东部陕晋豫邻境

地区率先发生衰落， 而黄土高原的其他地区，

如河套地区的海生不浪文化、甘青地区的马家

窑文化仍然延续了仰韶文化的传统，在整个仰

韶晚期持续发展了数百年，可以说明正是激烈

的社会竞争造成了仰韶中期的衰落。 同样，红

山文化的衰落也是在辽西和内蒙古东南部社

会竞争最为激烈的地方。

长江中下游地区虽然也有少量粟作农业，

但更像是单一的稻作农业区，特别是长江下游

的环太湖地区，一直都有依赖水生环境资源的

传统，到良渚文化时期更是特化为高度依赖水

稻生产的生业， 不仅有大规模的水田为证，还

出现了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最为多样化的石

器，其中就包括大量开垦、整修农田以及收割

等用于耕作的工具，显示出良渚文化具有新石

器时代最为发达的水田集约农业的特征。 良渚

■ 原生新石器社会走了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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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也特别依赖饲养猪作为肉食来源。 由于水

田农业劳动力投入特别大，大型的水利工程和

建筑工程也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长江中下游

的社会作为劳动力密集型社会更倾向于定居

和稳定。 同时也由于水路交通的便利，各种资

源运输方便，更利于产生大规模的农业社会群

体。 与仰韶中期和红山晚期同时，凌家滩遗址

就已经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聚落体，保存至今的

双重环壕围合的面积就有 110~140 万平方米，

且是在聚落南部很可能被裕溪河冲毁了一半

的情况下。 之后兴起的两湖地区石家河以及环

太湖地区良渚文明，社会规模更是远超仰韶中

期陕晋豫邻境地区和红山文化晚期。 良渚文化

和石家河文化复杂社会的同时衰落较第一波

晚约 600 年，复杂社会持续了更长的时间，期间

社会竞争不会弱于其他地区，究其原因应是稻

作农业的潜力大于旱作。

华北地区社会发展则比较复杂， 相比之

下，海岱区发展相对稳定，中原区与良渚文化

同时发展起来的大河村文化社会发展水平最

多相当于陕晋豫邻境地区仰韶中期，而且很快

就与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同时衰落，至中原

龙山文化晚期才与海岱区一起达到本地区复

杂社会全盛时期， 并在海岱龙山文化晚期一

同衰落，发展速度和发展程度不及长江中下游

地区。

三个区域的三波衰落是与特定的环境、经

济、文化区密切相关的区域性整体衰落，是复

杂社会的社会结构、人口、经济和文化的全面

衰落， 在考古证据上表现为大型聚落消失，聚

落数量减少，生业方式重新退回到采集狩猎占

比更高的形态，多数区域不但高端手工业产品

消失，甚至房屋建筑样式乃至生活器用也发生

了改变。 但三个区域随后恢复的时间和道路却

不尽相同。 第一波北方地区的衰落，燕辽地区

红山文化退化为小河沿文化，生业方式、房屋

样式乃至基本器用都没有太大改变，从红山文

化结束至夏家店文化开始， 延续千年之久，始

终没有恢复，直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 第二

波长江中下游石家河文化、 良渚文化的衰落，

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此后华北龙山文化和二

里头文化拓展的边际地区，再未恢复到石家河

文化、良渚文化时期的人口数量和经济发展水

平， 也没有大型的聚落和有影响力的文化出

现，直到商代晚期以后，在商文化的影响下才

有所恢复，其间也经历了上千年之久。

只有第一波衰落之后的黄土高原有所不

同。 陕晋豫邻境地区复杂社会衰落之后，大型

聚落虽然消失， 但人口数量似乎没有大量减

少。 在接下来的仰韶晚期重新分散为小型的社

群，生业经济明显衰退，彩陶率先在陕晋豫邻

境地区消失， 说明这里的文化也有所衰落，聚

落中大型半地穴式房屋被简陋的窑洞所取代。

到庙底沟二期时，陕晋豫邻境地区率先出现了

以窑洞式聚落和空三足器为代表的新型文化。

空三足器的出现，曾被张忠培称为“革命”

[36]

，但

这种“革命”并不是陶器的改变所引领的。 不同

于沿河谷阶地分布的仰韶半地穴式房屋聚落，

庙底沟二期新型文化的窑洞聚落坐落于山坡

甚至山顶，这种居住方式脱离了原来仰韶文化

早中期聚落只能利用河谷阶地的景观格局，使

得庙底沟二期—常山下层文化得以深入黄土

高原腹地，向西、向北逐渐代替了黄土高原仰

韶晚期以降属于仰韶传统的马家窑—半山—

马厂文化和海生不浪文化，并驱动分布于黄土

高原西北部的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向河

西走廊乃至新疆东部拓展，在这里与距今 5000

年进入新疆北部的、来自欧亚草原的阿凡纳谢

沃文化以及随后的切木尔切克文化相遇。 黄土

高原原生旱作农业经济文化开始与欧亚大陆

西侧文化有了稳定的接触。 黄土高原地区在龙

山时期开始大量饲养牛羊这类西来的食草家

畜，也开始吸收青铜冶金术，形成了与整个欧

亚大陆连为一体的半农半牧式的新型农业经

济。 庙底沟二期从黄土高原东南部开始的“新

文化运动”，至龙山—齐家文化早期迅速遍布整

个黄土高原， 在短短四五百年间先是催生出延

安芦山峁

[37]

、襄汾陶寺

[38]

早期这种庙底沟二期

大型聚落，后又生长出石峁这种更大的大型社

会群体。 随后，在二里头文化时期，这一新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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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出现在了燕辽地区， 即夏家店下层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兴盛在当地是突然爆发的，

聚落密度甚至要高于同时期二里头文化核心

区——洛阳盆地。 至此，整个北方地区全面复兴。

第三波华北地区的衰落，从东部的龙山晚

期开始，持续到整个二里头文化时期，期间洛

阳盆地的二里头文化虽然有所复兴，但也仅限

于郑洛及其周边，华北平原地区整体的复兴则

是在二里岗商文化以后。 华北地区出现的商文

化，以鬲为器用，有发达的青铜冶金术，并大量

利用牛羊等食草家畜，正是与黄土高原、燕辽

地区和华北北部（河北）石峁文化、齐家文化、

客省庄二期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下七垣文

化这些新型文化体一脉。 商文化在商代早期覆

盖了华北平原， 其触角甚至到了长江流域，在

随后的晚商、西周文化不断扩张之下，长江下

游才得以逐渐恢复到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时

期的经济文化水平。 因此可以说，是黄土高原

上最早出现的庙底沟二期—龙山时期新型文

化，渐次结束了黄土高原、燕辽地区、华北地区

和长江中下游的三波原生农业文化的衰落。 庙

底沟二期—龙山时期新型文化以陕晋豫邻境

地区复杂社会的衰落为契机，以接近欧亚大陆

西侧的地缘条件为助力，引入了大麦、小麦、绵

羊、山羊、黄牛（商代以后还有马）等新型作物

和食草家畜，以及青铜冶金术，开启了中国青

铜时代新型的经济文化模式。 这种新型经济文

化与整个欧亚大陆连为一体，已经不再是中国

新石器时代原生的三种经济文化类型。

四 中国原生新石器社会走了多远

如果没有后来黄土高原乃至北方地区欧

亚大陆一体化新型经济体的出现，中国原生的

农业文化一直孤立发展，其社会载体能够达到

怎样的程度？ 就西亚、中国和美洲三大农业原

生地的情况来看，在农业起源大致四五千年后

就都开始出现了复杂社会，只是西亚农业作物

的品种多，家畜除了猪以外还有牛羊等食草动

物，加上以后的马可以提供畜力，且有“农副产

品革命”的潜力，并在很早就开始有了冶金术。

相比之下，中国和美洲农业作物的品种都很单

一，也都没有大型家畜可以提供畜力。 美洲原

生农业文明有中美洲和南美洲两个系统，两者

都一直持续到 1492 年，期间在中美洲一度出现

过有文字的玛雅文明，玛雅文明衰落后不足千

年又有阿兹特克文明复起，南美洲也发展出安

第斯文明。 仅就原生农业的体系来看，中国原

生农业文明与美洲原生农业文明更为相似，曾

经达到的高度都是在良渚式的劳动密集型社

会中产生的。 但中国和美洲原生农业文明又有

不可比之处，美洲两个原生农业系统分别发生

在中美和南美安第斯山地， 两者距离遥远，各

自的腹地狭小而局促；中国一南一北稻作和旱

作农业距离很近， 且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如

果中国原生农业文明持续发展下去，与美洲的

情况定有所不同。 不过，历史并没有给我们验

看的机会。

以世界原生农业区的发展道路来看，中国

史前复杂社会出现是必然的，但发展却不是直

线性的。 中国农业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更为

复杂的过程，涉及环境地理条件、农业经济类

型、农业文化适应性、不同农业文化发展速度、

复杂社会衰落后的转型及其与欧亚大陆西侧

农业经济及农业社会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互

动，并不是某一个因素能够单独决定的。 大致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国农业发展核心地区的

一北一南即北方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分别

成为旱作农业区和稻作农业区，在这两个农业

区之间的华北平原， 兼有旱作和稻作农业，只

是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旱作和稻作的比例不

同，也不够稳定。 这三个生业经济区在居住方

式和日常器用上也不相同，但在三区之内则各

自长期稳定，显示了长期的文化适应性，形成

了中国原生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三个农业经济

文化体系， 并同时开始了社会复杂化的进程。

在黄土高原仰韶文化中期、燕辽地区红山文化

晚期、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早期、长江中游油

子岭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凌家滩—崧泽文化时

期，三个区域几乎同时产生了第一批酋邦水平

的复杂社会，这样的复杂社会并没有遍布各个

■ 原生新石器社会走了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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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全境，而是集中在了如黄土高原的陕晋

豫邻境地区、燕辽的辽西和内蒙古东南部等局部

地区。 第一批复杂社会只延续了 500 年就发生

了衰落，但只有北方地区的陕晋豫邻境地区和

红山文化晚期是区域性的整体衰落，本文称之

为第一波复杂社会的区域性兴衰。 长江中下游

地区同时期如凌家滩那样的酋邦也发生了“衰

落”，只是这种衰落应当与北方地区不同，如凌

家滩社会上层的玉器文化就未消失，随后在崧

泽文化并不十分发达的太湖南部突然兴起了

规模更大的良渚社群，其上层社会文化正是延

续了此前凌家滩传统。 良渚等聚落群代表了良

渚文化时期产生的一批新的社会群体，同时期

的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也是如此。 这

批新的社会群体分别集中在长江下游的太湖

北部、东部和南部，长江中游的两湖平原北部

和西部，其中良渚社群就遗址规模来看，比凌

家滩大十几倍，比石家河也大数倍，诸多证据

表明良渚社群应当达到了早期国家的水平。 长

江中下游地区良渚、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这批

复杂社会大致延续 600 年后才发生了区域性

整体衰落，本文称之为第二波复杂社会的区域

性兴衰。 华北平原情况稍稍复杂，发现和研究

的证据也不够充足。 以目前发现看，中原地区

在与良渚文化同时的大河村文化晚期，有过双

槐树那样的复杂社会，可能达到了此前陕晋豫

邻境地区仰韶中期的水平，但中原龙山文化早

期就整体衰落。 而海岱地区的文化延续性更

强，在大汶口文化之后的龙山文化时期，不论

是中原还是海岱地区都产生了一批规模更大

的社会群体， 这些社会群体最大的如桐林、两

城镇、尧王城乃至稍晚的二里头也许能够达到

同时期陶寺和石峁那样的水平， 但并不及良

渚。 这批复杂社会群体分别延续了大致四五百

年，在龙山晚期—二里头文化时期也发生了整

体性衰落，本文称之为第三波复杂社会的区域

性兴衰。

区域性复杂社会的整体衰落与个别的社

群兴衰有很大的不同，表现出来的特征往往是

区域人口大量减少、社会经济倒退、大型社群

消失和社会上层精英文化断裂。 这样的衰落应

当与复杂社会群体出现在比较小的区域、社会

竞争激烈、社会资源耗尽有关。 又由于这三波

衰落都是纬向性的、同时的，因此也许与环境

的纬向性变化有一定关联。 第一波衰落之后的

燕辽地区以及第二波衰落之后的长江中下游

地区都没有再次发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根本

性改变， 都持续了大致一千年的时间无法恢

复。 只有黄土高原在仰韶晚期衰落不久就发生

了一场持续性的“新文化运动”。 在陕晋豫邻境

地区，衰落后出现的替代性居住方式———窑洞

式聚落， 较此前仰韶半地穴式房屋更节省资

源，也更适应黄土高原的地理条件，使得随后

庙底沟二期的聚落更加深入黄土高原腹地，驱

动偏西北的仰韶晚期后续文化（马家窑、半山、

马厂）进入河西走廊，并由此长期接触到来自

欧亚草原乃至中亚南部（绿洲）的欧亚大陆西

侧文化，在石峁文化、齐家文化时期形成半农

半牧农业文化，进而占据了整个黄土高原。 庙

底沟二期—石峁文化（齐家早期）的变迁，不只

是改变了几种器物，而是从居住方式到生业的

全面改变，同时也是资源利用和开发方式的转

变，这种新的文化更加适应黄土高原和北方地

区的环境和景观，于是在大致四百年间就见证

了芦山峁和陶寺早期的兴起，随后又出现了石

峁古城那样的更大的社会群体，进而在二里头

时期，转进到燕辽地区，出现夏家店下层文化

时期更为可观的社会文化大爆发。 燕辽地区夏

家店下层文化的出现，显然不是原来红山—小

河沿文化的持续发展可以达成的。

华北平原龙山—二里头文化的兴衰正与

北方地区石峁、齐家—夏家店下层新兴文化同

时，但直到龙山文化晚期衰落时，华北平原传

统的原生农业文化还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仍

然可以算作原生农业文化的第三波衰落。 这种

衰落到二里头时期大体仍在持续，只有洛阳盆

地一度兴起过二里头那样的大型社会群体，直

至二里岗—殷墟商文化时期的到来。 替代二里

头文化而起的二里岗—殷墟商文化的直接前

身乃是北方地区新型文化一系。 随着商文化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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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国原生农业新石

器文化不复存在，中国青铜时代全面开启。 历

史只给了中国原生新石器时代文化三波区域

性兴衰的时间，期间三种农业文化体系所在的

三个农业文化区都曾诞生了区域性的复杂社

会，其中文化最为繁盛、人口数量最多、社会群

体规模最大的显然是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

化和良渚早期国家，其次则应当是长江中游的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和石家河社群，龙山—二

里头文化时期的社会群体也不曾达到这样水

平。 这就表明，在中国原生农业区中，稻作农业

能够支撑起更大规模的社会，水利运输和交通

也能够解决社会竞争中所需要的物资流动，社

会群体相对也更加稳定。 如果没有北方地区

“新文化运动”的出现，中国原生农业文化在三

波衰落后再度复兴，则长江中下游地区仍然会

是出现最大规模社会群体的潜在地区，当然这

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无论如何，在中国新石

器时代历史的实际进程中，就中国原生农业社

会曾经达到的高度来说，走得最远的就是良渚

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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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Far Did the Proto-Neolithic Society Proceed: Discussion on the Three Regional Rise and

Fall of the Prehistoric Complex Society in China

Zhang Chi

Northern China, North China Plain, and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re

core areas for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proto-agriculture, also the three distinctive

cultural areas of the Neolithic Age. In the late Neolithic Age, a regional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plex

society occurred respectively in these three areas: the first rise and fall happened in the late Hongshan

Culture and the middle Yangshao Culture in Northern China, the second rise and fall took place in the

Liangzhu Culture and the Qujialing-Shijiahe Culture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third rise and fall occurred in the Longshan Culture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The

Liangzhu civilization was the most developed among them. After the decline of these three areas, only the

Loess Plateau experienced a “New Culture Movement” shortly after the decline of the late Yangshao

Culture, which changed the settlement pattern and introduced herbivorous livestock such as cattle and

sheep and bronze metallurgy from western Eurasia. Therefore, a new culture of half-agriculture and half-

pastoralism was born and gradually replaced the previous culture of proto-agriculture.

60



西安长安区北周宇文鸿渐、宇文吉甫墓发掘简报

2013 年 12 月和 2016 年 1 月，为配合基本建设，西安市文物保护考

古研究院在神州三路与航创路交汇处东南角先后发掘了两座北周墓（编

号 M2、M12），两墓相距 80 余米，均为长斜坡墓道二天井单室土洞墓，

坐北朝南。其中，M2 出土器物较丰富，包括陶俑、动物、模型明器、

日用器及铜镜、玉组佩、金币等。据出土墓志可知，M2 墓主为宇文鸿

渐，卒于建德元年（572 年）；M12 墓主为宇文吉甫，卒于建德六年（577

年）。二人本姓柳，河东解人，为西魏柳虬长子与四子，宇文为其赐姓。

本次发掘的两座墓葬是西安南郊发现的规格较高的北周纪年墓，为研究

西安地区北周墓葬的分布特点补充了新资料。

2022 年 3 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西

等驾坡发掘了一批唐墓。其中，M190 为长斜坡墓道三天井单室土洞墓，

由墓道、天井、过洞、壁龛、封门、甬道和墓室组成；出土器物较为丰

富，2 号过洞两侧的东西壁龛内出土百余件陶俑及陶动物。墓中出有墓

志一合，志文表明，墓主为唐玄宗时期左龙武将军武威郡公石伏保。该

墓形制完整，有明确纪年信息，出土较多陶俑，丰富了西安地区的唐墓

纪年材料。同时，墓主长期迁转于府兵系统以及作为禁军军官参与唐隆

政变的经历，也为研究唐前期军事制度和政治史提供了新的材料。

中国北方地区、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是中国原生农业发生和发

展的核心区，也是三个不同的新石器文化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三

个区域分别发生过一次复杂社会的区域性兴衰，即北方地区红山文化晚

期和仰韶文化中期的第一次兴衰，长江中下游良渚文化和屈家岭—石家

河文化的第二次兴衰，华北平原龙山文化的第三次兴衰。其中发展程度

最高的是良渚文明。三个地区衰落之后，只有黄土高原在仰韶晚期衰落

不久就发生了一场“新文化运动”，改变了聚落的居住模式，并从欧亚

大陆西部引入牛羊等食草家畜和青铜冶金术，诞生了半农半牧的新型文

化，逐渐取代了此前的原生农业文化。

原生新石器社会走了多远——论中国史前复杂社会的三次区域性兴衰

西安西等驾坡唐石伏保墓发掘简报

C U L T U R A L  R E L I C S WENWU 


